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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乃文字源头的力证

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父权制、家长制为核心的男权

文化，它造就的女人不是人而是供男人寻欢作乐和传宗接代的工

具，所以传统文化中没有女性文化，并因此而发出了重建中国女性

文化的呼吁与倡仪。 年 月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届世

界妇女大会，更是将建设全球女性文化提到了议事日程。

其实，在中国范围内，女性文化作为独立的主体存在，古来有

［提要 本书研］重建女性文化的呼声

究的背景 苗族女性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苗族服饰之为女性文化的依据 苗族服饰的

现实概况 苗族服饰的学术资料 神价值

苗族服饰话史诗是苗族服饰的灵魂 文化的

研究方 民俗苗族服饰的物态 精神三法

重 结 构 苗族服饰是一个有机的文化系统

“纹苗族服饰系统的“器道”一体化特征

日第①参见《光明日报》 月年 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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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它主要表现在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圈中。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文

化的大厦为各民族所共同构筑，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去注意和

研究女性文化。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据 ，苗族总人数为 多万，是仅

次于壮族和回族的第三大少数民族；其中贵州省最多，共有

人，占全国苗族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苗族女性文化，作为苗

家女性生存活动的方式及其创造的积淀，不仅在苗族传统的乡村社

会中始终存在，而且在整个中国社会迈入现代化的进程和背景中，

亦以人类的自然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追求而不断吐故纳新⋯⋯

苗族女性文化做为苗族大文化圈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当然会

渗透在其大文化的每一层面里，但它本身具有的层次性，是建立在

鲜明的主体性、群体性和开放性基础上的。与儒家文化规范下，汉

民族传统的女性文化表现出来的那种依附性、封闭性、非个性等畸

形层面形成明显对照。这是由于汉民族传统的男权文化，封建宗法

思想抹煞了其女性的主体资格，而苗族女性长期生活在一个真正

男女平等的平权社会的结果。

按照我的理解和认识，苗族女性文化包含着两个方面的互补

内容：一是以苗族女性为主体的文化，其前提是苗族女性角色作为

主体资格的存在；另一是苗族女性角色的社会化和女性创造力的

结果，以及社会对它们的评价。概而言之，苗族女性文化就是苗族

女性创造的文化和有关女性的文化。而苗族服饰，就是典型的女性

文化瑰宝，是苗族女性智慧和情感的创造结晶；苗族女性则是其服

饰文化的主要载体。同时，它又是一种符号与象征，是一种规则和

符号的系统化状态，是处于纯粹状态中的无声语言和标志。

苗族服饰艺术不仅有年龄、盛装和便装的不同，而且还有较大

的地区差别。尽管如此，它往往保持着苗族独特的传统款式，即苗

族妇女穿长短不一的百褶裙，图案花纹不尽一致，但母题内容和制

作方法大体相同。多刺绣、织锦、蜡染装饰；衣裙的颜色主要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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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黑、白、黄、蓝五种，基本保持着其先民“三苗 五色衣服” 的传

统；用料则随着居住环境的差异而有棉、麻、毛料之分；上衣多为开

襟，有左衽、右衽和对襟的区别。头饰多种多样，发型也有所不同，

保留的古风颇多，上古三苗椎发髽首②、麻发合髻的流韵犹存。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与其他民族的杂居交往，苗族女性服饰

在传统的基础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但较多地区仍保持着传统的款

式和特色。大致可概括为古代与近代两种形制。传统的古老样式，

比较华丽，内容丰富多彩，是苗族服饰最具特色的部分。仅头饰就

有几十种，在头饰上以挽发髻盘扎于头顶，上插木梳及其他妆饰

物，以类似云髻者较多见；衣饰方面，其共同特点是上身穿满绣花

纹的窄袖、大领、左右衽或大领对襟短衫；下着长短不一的花百褶

裙。近代样式为头包帕，上身穿大襟短衣，下身穿长裤。衣缘、衣袖、

裤脚都镶“花边”。衣服两肩及胸前、背肩上也绣“花边”。胸前再系

绣花围腰一幅，服饰多为青色或蓝色，也有的用深灰色和黑色。近

代样式比传统样式素静，用料少，费工小，可当便装用。它是清代中

叶改装后逐渐兴起的样式，是一种经过改造的具有苗族特点的满

人服。现有的苗族服饰，可按方言区和次方言区分为黔东南型，黔

中南型， 种黔滇型，湘西型和海南特区型川 。

“黔东南型服饰，主要流传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县市和都匀、荔波、三都、贞丰、安龙、兴仁，以及广西融水、三江

等地。除男子服装基本相同外，妇女服饰差异较大。上衣有大领对

襟或右衽半身。百褶裙长短不一，有的长达脚背，有的长及膝盖，有

的短至腿根，还佩戴各式各样的围腰和绑腿。发髻亦有较大差别。

由于这一地区支系繁杂，故黔东南型服饰款式多达 余种。

黔中南型服饰，主要流行于贵州贵阳、龙里、贵定、惠水、平坝、

见《后汉书 南蛮传》。
见《淮南子》。

年据 月北京《中国苗族服饰展览》之分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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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平塘、紫云、罗甸、望谟和云南丘北、文山、麻栗坡以及广西隆

林等地。黔中南型服饰的特点是以黑、白、蓝色线绣织衣裙或蜡染，

其他则与黔东南型大同小异。妇女穿大领对襟衣、百褶裙，系包头

帕或头巾，髻发，但各式之间又有明显区别。黔中南型的 种服饰，

实际就是 个支系的标志。

川黔滇型服饰，主要流行于川南、黔西、黔西北和滇东北、桂西

北以及云南昭通、楚雄、彝良、威信，贵州毕节、仁怀、金沙等地。川

黔滇型服饰又分川南古蔺式，黔西北威宁式，云南昭通楚雄式

种。这一地区服饰的特色是以麻布为主要衣料，服装色调较浅，蜡

染工艺的使用更为普遍。因居住地区比较分散，服装及发式差异相

当大，但与原居住地的服饰区别甚微。威宁与安顺有些苗族语言相

同，但穿着却不同。大方一带的“鸦雀苗”与附近高山“白苗”过去的

他称不同，而穿着相同。穿川黔滇型饰的苗族服饰和发型多样，也

可说是支系的具体反映。

湘西型服饰，主要流行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贵州松桃

县，四川秀山、酉阳，湖北的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现都穿改

装式服饰。除有多种多样头帕花色和式样外，服装差异较小，但也

有 种之多。可说是湘西地区苗族大支系中若干次支系的反映。

海南省型服饰，受当地黎族服饰影响比较大，妇女穿右偏襟长

及膝部的长衫，仅有一个钮扣，无领，著蜡染短裙，以黑、红色为主

色，花纹较少。束发，包一块绣有图案花纹的头巾，外面再盖上一条

绣有花边的尖角头帕，套上一条红带子垂在背后，这种装束与苗族

其他地区不大相同，十分独特，是海南省苗族支系的明显标志。

总之，苗族（女性）服饰艺术的类型实在纷繁复杂，每大类型中

又有若干亚类型，如包括次支系服饰在内，不下两百来种；据初步

调查，仅贵州就有 多种款式花色。”

①以 论苗族女性艺术》，云南《民族艺术研上引自拙文《穿在身上的史诗图腾
究》 年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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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装看，目前叫得出名称的有：贯首服、无领服、高领服、矮

领服、短领服、长领服、大袖服、左衽服、右衽服、满襟服、对襟服、有

扣服、无扣服、方摆服、圆摆服等。而裙子则有：飘带裙、迷你裙（超

短裙）、半边裙、羽毛裙、圆桶裙、长裙、中短裙、百褶裙、片裙诸种。

至于头饰，有明显区别的不下百种；其中较著名的有圆椎髻、凤凰

髻、盘龙髻、顶子髻、牛角髻、粽子髻、歪梳髻、菊花髻、田螺髻、倒

”字髻等。中国有史以来的历代服饰款式在此几乎都能找到其

对应物；在现代流行时装中也能找到它的影子和踪迹（如超短裙、

紧身裤、蝙蝠衫等），特别是曾被著名苗族作家兼学者沈从文先生

在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誉为“中国服装历史上的活标本”的桶

裙贯首服，甚是珍贵。桶裙贯首服早在《后汉书 南蛮传》和《唐书

南蛮传》中就有记载“，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名为通裙”，是

一种不挖袖，不上领，由方形布料制成的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的服饰

之一 “深衣”雏形。深衣者上衣下裳相连接也。这种服饰源于

商周，兴于战国秦汉，不分男女，不论尊卑，都可穿着。而今天，这在

中原大地上已消失了很久的服饰，却在大山深处的贵州苗族中（尤

以长顺县代化和平塘县通州、西关一带苗族最为典型）得以完整保

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又如“百鸟衣”与“凤尾裙”，曾一度分别

在唐代和宋代风行，现今大概只有在都柳江流域的“花衣苗”和雷

公山麓的部分苗族中才能见到其遗制了。它不但成为研究中国服

饰的起源、发展极有价值的活标本，也为证明中华各民族的历史文

化有共同渊源提供了佐证。从制作技艺上看，服饰发展史上的 种

型制 编制型、织制型、逢制型、拼合型、剪裁型 系列，在

苗族服饰制作中均有范例，历史层累关系鲜明，堪称服饰制作史的

编制型：其特征是有编无织，披而服之；织制型：其主要特征是织造成片，加以
缀合而服之；缝制型：其特征是构成服装剪裁的布片全是标准的几何形 正方矩形、
三角形；剪裁型：即构成服装的布片已严密缝合，且是非标准的几何形 弧形、斜四
边型。参见 贵州《民族志资料汇编 苗族》第五集第 页杨采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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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馆”。⋯⋯这种情况，在国内外各民族中可谓绝无仅有，充分

地展示了苗族服饰艺术神奇王国中无比旖旎的艺术风貌。因此，我

们可以自信地断言，无论在中国各民族服饰艺术史上还是在世界

服饰艺术史上，苗族服饰艺术都占有重要地位。①

服饰之于苗族，是作为一种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而存在的。服

饰在民间流传是生活的使然，服饰的内容和形式也要服从其生活

和情感。苗族特殊的生活使得其服饰的形式中沉积丰富的历史的、

社会的、习俗的内涵。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一般认为，现居于黔滇桂湘鄂川

等省区的苗族同属一源，就是在先秦古书中被称为“九黎”、“荆

蛮”，在汉以后的史籍中被叫做“五溪蛮”“、武陵蛮”等名的古老民

族的后裔。历史赋予这个古老民族的命运是苦难而悲惨的。正如

澳大利亚民族学家格迪斯在他的《山地民族》中所说“：世界上有两

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是中国的苗族和分散在世

界各地的犹太族。”数千年来，苗族在求生存的征途中历尽艰辛，从

传说的“九黎”“、三苗”的黄帝时代到有史以后的夏商、秦汉；从古

代的历代王朝的到现代，苗族经历了若干次巨大的战乱，在被剥

夺、被切割、受挤压、受控制的不幸中挣扎。为了躲避频频的祸乱，

他们不得不一次次背井离乡，放弃辛勤建造起来的村寨，从黄河中

下游南涉江淮流域，又从江淮西迁西南山地；从北向南，从东向西，

迁徙跋涉；从广阔的中原大地来到丘陵水乡，最后避居在大西南连

绵逶迤的莽荒野岭。他们顽强地生存下来，在强大的封建王朝势力

的空隙中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自控体系，用自己政教合一的手段

把本民族团结为鼓社制 一个紧密的文化整体。然而，历代

封建统治者对苗族所施行的追剿、征伐、压迫、歧视政策严重地阻

碍了苗族社会的进步，由此造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迟缓和

同前①参见拙文《穿在身上的史诗图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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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状况。生活于西南腹地的苗族，到明清之际，才开始清除具

有封建领主性质的土司割据局面，形成雏形的地主封建制，生产发

展畸形。一些地区，如黔东南、黔西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北，

立后才基本改变了刀耕火种、狩猎采集的原始生产方式。特殊的政

治经济状况使苗族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传统 原始巫教活动，以

及由此演化而来的节日集会和神话传说、民间艺术。因而，整体处

在人类文化发展序列上宗教文化阶段的苗族传统服饰，就像一张

满是社会基本需要互相联系的网，由特殊的政治、经济、宗教、习俗

等“经纬线”共同织成，互相影响渗透。

苗族服饰独特的文化生存背景，使得无论就其艺术样式还是

它所包含的深厚文化内蕴而言，都使人强烈地感受到苗族服饰那

十分独特的魅力。在民间，其中的各种花纹承载着诸多的史迹，完

全可以当一部卷帙浩繁的史书来读。那裙裾上极其简单的道道抽

象线条，被看成是一条条河流，有人竟能指出哪一条是长江，哪一

条是黄河，哪一条是洞庭湖，哪一条是嘉陵江，哪一条是清水江，哪

一条是通往西南的山路；那背牌上的回环式方形纹，被看作曾经拥

有的城市，也有人能指出哪是城墙，哪是街道，哪是蚩尤祖先的指

挥所，哪是角楼，还有兵把守；那披肩上的云纹、水纹、棱形纹，被看

成是北方故土的天地和一丘丘肥田沃土；那花带上的“马”字纹和

水波纹，被看成是迁徙时万马奔腾飞渡长江黄河；那围腰上的刀枪

剑戟弓弩图纹，被看作蚩尤发明的“五兵”⋯⋯这些被笃信无疑地

视为本民族生息发展和迁徙漂泊的历史路线的形象记录。如今居

住在黔西北、滇东北一带的苗族同胞，几乎没有什么稻田，但他们

制作使用的蜡染刺绣品上却有田连阡陌的图案，这与史书记载的

秦汉时期其先民生息在江淮滨湖地区相吻合，是穿在身上的史

书①。苗族服饰艺术既表现和反映史诗，又表现和演绎神话传说，

①参见《贵州文化》 年 期第 页吴正光先生的文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8 页

呈现出浓烈的图腾意味。它大量选用水中游的鱼、虾、青蛙、泥鳅、

鸭、鹅⋯⋯空中飞的野鸟、蝴蝶、蜜蜂、蚱蜢、飞蛾⋯⋯地上跑的田

鼠、鸡、猫、羊、猪、马、狮、虎、象、鹿 以及想象中的动物龙、凤、麒

麟、独脚兽和花卉植物作为题材，并且还有较复杂情节的人神鬼怪

和人兽连体的多种祖神等等原始巫术宗教内容。每当欣赏苗族服

饰时，常常会让人感受到巫教观念中灵魂不死的神秘力量，将我们

与广袤无垠的自然连接成一个整体，人、动植物、无生物均处在同

一层次，不受种或类的时空局限，在超越时空中互渗关联。至于巫

师骑驭的龙、鸟、虎、鹿、狮、牛、象、蛇、鱼等动物，无疑就是神人交

通时的工具，象征着神人无界。因 当此“，无字文化”“、巫教文化”

成为我们认识苗族服饰艺术的一个重要参照背景。

说苗族服饰艺术类型众多，作为一种表象大家都有目共睹，但

它的成因似乎还没有人去探究过。应当看到，除了文化历史学意义

上的民族大迁徙等原因造成的群落断裂之外，山地的自然阻隔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苗族共同体的文化表层特征，其相互间的众多

差异（包括服饰）和心理上的自我封闭皆可视为对山地文化这种自

然景观的无意识认同产物。山地文化与平原文化、航海文化形成区

别，其显著特征是整体认同前提下的若干群落式断裂。撇开其远古

的发源地疑问不论，就苗族共同体成员的现状分布而言，至少在

多年时间内，其绝大部分基本居住在以贵州为中心的中国西

南、华南崇山峻岭中。绵延的山地交通闭塞，加上农耕文化的自给

自足方式，各群落之间除特定的婚姻联系和节日需要外，往往是山

寨对峙，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于是形成了文化地理上的

错落分布：支系繁杂、服饰纷呈；沟壑之隔，语言难通；方圆百里，风

俗颇异。并且，苗族服饰艺术型式不仅与其语言分布有着密切对应

关系 讲同一方言、次方言和土语的苗族服饰类型款式基本相

①参见拙著《苗族舞蹈与巫 至文化》第 页，贵州民族出版社 年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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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且与其神话、传说、 同一服故事、古歌、习俗等关系密切

饰型式的支系，他们的神话、传说、故事、古歌、习俗亦大体相同。而

汉民族服饰的长期一统化（区别惟宫廷与民间的质料不同，装饰图

案有异），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与平原文化、有字文化有较大关

系。山地文化应成为我们探讨苗族服饰艺术的一个有效座标。

尽管自明代以后，一些汉文史志和外国学者，如《大明一统

志》，清田雯《黔书》、陈浩《苗图说》和《百苗图》，民国初年日人鸟居

龙藏《苗族调查报告》等，曾对苗族服饰作过一定的记述描绘，但长

期以来，苗族服饰犹如“养在深宫人未识”的大家闺秀，社会对它的

多年来有关部门举办的几关注，仅是近 次苗族服饰专题展览和

有关苗族服饰艺术的展览以后的事①。它那独特的风格样式和还

有待于深入揭示与阐释的文化意蕴，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服饰艺

术鲜为人知的一面，也为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服饰艺术研究

提供了参照系统，这必然会导致服饰艺术史和服饰艺术论研究方

法上的一些变化。它会使我们发现中国服饰艺术史是包容许多方

面的历史，而对其中的某些方面，我们至今还缺乏起码的认识；我

们心目中的传统，充其量亦不过是一种破碎的或片面的传统。我们

惯用的一些解释服饰艺术品的方法，其实并不具有普遍性。至少我

们还缺乏活生生的视觉样式史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通过具体款

式和纹样造型的确认以发展纯视觉方面的理论。近年来，有些研究

民族服饰的文章，常用民族学的方法即历史的方法，把注意力集中

在个别的款式结构和图案上，但这样的方法又不是真正的历史学

家的方法，因为它依据的不是有据可查的“信史”，而是对历史的臆

测或构拟。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既不能被证实，又不能被检验，缺

①主要有： 年 月贵阳《贵州苗族服饰展览 年 月北京《中国苗族服
饰展览》 年代贵州省文化厅等部门主办的《贵州蜡染文化展览》、《贵州民族节日文
化展览》、《贵州民族婚俗展览》、《贵州民族刺绣展览》、《贵州民族剪纸展览》，以及

至 月在全国部分省区巡回年 并出国的《贵州民族服饰展览》等。至于规模较小的国
内外苗族服饰展览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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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科学性，更无实用价值。在探讨苗族服饰艺术时，我们不妨引进

一下自然科学中的比较方法即归纳方法，对我们的视野或许会有

新拓宽；比较方法关注的不是个别事实物的“起源”“、发展”等，而

是整体的“本质”“、功能”和“通则” 。

苗族服饰艺术研究的角度当然应该是“全方位”的，我们可以

从历史学、神话学、宗教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以及现象

学、符号学、美学的角度 一切入。毫无疑问，苗族服饰艺术史和苗

族服饰艺术论的研究，必须借助于上述各方面研究的具体成果，将

它们综合为自己的广角镜头。然而，从文化艺术史与文化艺术论的

角度，也许首要的是对苗族服饰艺术视觉样式特性的总体把握；当

然，这种把握首先是在不同风格样式的比较中形成的。因为这样才

有可能进一步探寻每件独立服饰艺术品所赖以创造的基本原则，
， 它的美学脉它的艺术追求倾向及其动因，“艺术的意愿

搏，它的生命之芽，文化背景，或者说它的能动的价值，它的力量。

这是一方面。③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苗家人的世界感即该民族面对世

界所形成的心理态度，包括其对世界的感受、印象以及看法等，也

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的一般精神状态。然后由此精神状态去解释苗

族服饰艺术的风格特点。

概而言之，我们在致力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研究成果来

透视苗族服饰时，时刻注意站在一种综合立场而不是囿于其中的

某一家某一派的偏狭角度，以期突破传统偏见。

苗族每种服饰款式作为支系标志的事实，使得我们能为支系

这种苗族亚文化聚落中的服饰进行界定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进

① 参见［英］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本第 页，山东人
民出版社 年。

② 文杜里《西方艺术批评史》第参见 页，海南人民出版社 年。
③ 以上参见拙文《穿在身上的史诗图腾》（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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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弄清问题的关联域。通常，许多受西方人类学影响的学者把少数

民族服饰作“原始艺术”观，这无疑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

及其背后的科学家共同体中存在着文化观与历史观的谬误，存在

着欧洲中心论和进化论的痕迹。在进行研究之初，他们脑子里总是

习惯性地通过联想产生一个框架，把研究对象安放在该框架所显

示出来的历史发展模式之中，并用一种标志加在对象身上，以帮助

其识别对象所应归属的时间段落和风格类型。因此，即便我们在苗

民族服饰艺术中发现了一些似乎能与西方古典艺术或现代艺术相

合的共性，也决不能证明这种艺术是朝着文艺复兴时期或工业化

社会的艺术单线进化过程的一部分。事实上，每个苗族支系亚文化

聚落所拥有的服饰艺术表现的传统，都要远远超过该文化中已经

存在过的复杂经验，把一个亚文化聚落已经获得的物质谋生手段

作为衡量该社会的精神、心理活动与服饰艺术创作、体验的发展程

度的唯一尺度，肯定是不客观的，因此，不论我们是否情愿，我们只

有把自己与所在文化体系有极其不同内涵的研究对象放在一个恰

当的位置上，才能真正与之对话，并在对话中而不是在想当然的幻

觉中理解谈话对象。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发生的，因此，任何文化变异的

前因后果，都是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得到体现和说明的。

苗族服饰，作为一种存在于其文化传统和生活模式中的重要

构成部分，是其历史来源与文化因子在传递、衍化过程中绽开的物

质和精神花朵。同时，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传统，苗族服饰是通

过本身的系统将象征符号与意义结合起来并使意义符号化的。因

此，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而且是含义宽泛的文化，一个自足的开

放的系统。对苗族服饰文化的自身特殊结构来说，我们权且从形态

和功能方面作如下总体的把握与划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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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 物态形式
文化内涵媒价

中层 民俗活动
主体 文化心理

深层 精神心态

本书就拟循着这个系统的构成划分来展开对苗族服饰的研究

与论述。其中服饰的物态形式，是我们进行研究所需要的直观的外

在的依据，构成了苗服饰系统的表层。从这个表层我们见到的是质

料款式结构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美的因素，诸如构图的疏密、虚

实；韵律之流动感；节奏、形象的具象与抽象，写实与夸张；空间体

积感、厚重感、明暗、比例、大小；色调的冷暖、统一与分离，色彩的

淡雅与浓重、协调与对比；造型之各种技法如刺绣、挑花、蜡染、镶

贴等等。

苗族服饰与民间岁时节令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甚至可说，没

有民间节令习俗就没有大量苗族盛装的存在。换句话讲，苗族服饰

是藉各式各样的节令民俗活动来展示的，民俗是苗族服饰的载体。

长期以来，苗族服饰一直伴随着各种节令民俗活动，它处在苗族民

间文化、社会心理、宗教信仰等精神形态的深层和外在的物化形式

中间，成为勾通两者的桥梁；民俗活动成了汇集、应用、展示苗族服

饰的文化场所，构成了苗族服饰系统的中层次，是联系主体和媒介

的纽带。

风俗做为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常常与精神心态互为表里；风

俗常常借助苗族服饰的物态形式来表现民俗文化中的诸多精神实

质。苗族服饰的深层次内容是精神的、观念的、心理的、情感的、意

志的、审美的，单凭其款式特点之类型式因素是不能全看出来的。

因而，要全面认识苗族服饰，必须通过它的外在形式，考察其在民

俗活动中的应用情况，研讨其内在价值，历史成因；分析其艺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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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传统怎样才能在社会互动的中心为自己提供一个系统的、有

组织的表达方式。这样，才不致失之肤浅和空泛。

苗族服饰的这种“物态 民俗 精神”三重结构系统，绝类于

中国上古时期的“器即道（”大隐禅师语）之文化现象①。现今，基于

苗族文化的“无字”特征，我们对苗族有关社会文化的了解认识亦

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并遵循于其服饰系统的“器道一体化”。

从认识发生论的角度看“，器”与“物”“，道”与“名”多有关联；

而“物”与“实”“、名”与“理”则较易沟通或等同。通常情况下，它们

都是人类文化对自身思维与认识所作的不同方面的诠释方式，正

是在这样的文化哲学观念层面上，我才进一步把苗族服饰看作一

种记志性的“图画”符号体系；它既包括具有文字雏形特点的定型

化、程式化几何纹，又包括以各种动植物和人鬼神为视象模拟或虚

幻性综合的定型化的颇类似于玛雅人的象形文字的符号形态，即

图画形象的定型化纹样符号。其中的图画形象纹样虽也基本定形

（多受剪纸底稿的规范），但其所表述的观念仍较多地依附于“实

体”而确立。因而它们作为一种“纹”，其功能只较多地停留在或记

事迹，或志言行的“记志”作用上，与殷商时代的“铸鼎像物”来“使

宣公左传民知神奸” 三年 可谓异曲同工。而对于“道理”的论

述“，性质”的描绘“，情感”的形容以至于“规律”的揭示，均尚有“力

不从心”之感。所以就长远看，此类“记志”方式与内容由于不易控

制接受这种记录的人那种较为恒定的“感觉心理”，加之“情随事

迁”“、事随时变”，它极可能被忘却而成为一种不被人们从感情和

道理上接受与继承的东西而被淘汰。所幸的是当中洋洋大观的、颇

为规则化的几何纹样，在苗族历史文化的发展中，担负起了“纹”以

“载道”的作用，弥补了图画形象一类纹样的不足。因此，大量定型

化的几何纹样的使用，就构成了苗族服饰的母题文化特征。自然，

① 年 期。参见陈绶祥《论器》，《民族艺术》



第 14 页

这里的“文化”形态主要以“纹化”的方式表述的“，道理”便在“绘纹

像物”的图案中。于是作为“器”的服饰不但能“载道”，而且还体现

着更多的情感因素并制约、引导着文化心理。因而，它们也成了苗

族“礼”和“理”的象征。

苗家女性就这样以自己卓然不群的智慧，把作为“器物”的服

饰定义特征 形、质、状、态、实、用⋯⋯，和作为“道理”的服饰观

念内涵 言、意、思、辨、情、理等种种关联当成一种文化极致目

标来追求的。换言之，她们通过服饰“纹化”的形色性诸特征，来构

建一种社会文化的共识，并将其“名”与“实”有机地联系起来，成为

社会认同的较为稳固而肯定的对应关系和恒定价值。至今，其中的

“天地纹”“、江河纹”“、田园纹”“、城界纹”“、兵仗纹”“、骏马纹”等

等，无不在向世人昭示着苗族服饰这种“器物”所负有的独特“载

道”使命，可谓与史书中关于黄帝作宝鼎以“像天、地、人 史记”

封禅书》）殊途同归。尽管服饰“纹化”里所意指和描绘的典型形象

类别，还不可能作为独立的逻辑符号被广泛使用或通用，更不能构

成理论上的逻辑程序，但这些图画符号 尤其是那些程式化的

几何纹 却已既成事实地作为“被确认的对象”参与到不同层次

的记志内容之中，影响着苗族的整个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秩序

必须强调的是，苗族服饰的“器道一体”化的“纹”以载道，不仅

与先秦时期华夏民族在“器道”分离后，由纹花到文字的所谓“文以

载道”有一定层次的差别，而且与华夏民族“器道”未分之前有一定

差异，这就是华夏民族的“铸鼎像物”毕竟还有“明贵贱，别等列”的

权力地位作用。但在苗族却是平等的。

上述这些，就是我在《苗族服饰》这本书中所要谈论的苗族服

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象征的基本内容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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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服饰是该民族的外部形象标志，是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

化的综合结晶，具有许多人类早期服饰的特点，能提供颇为丰富的

早期服饰标本，对探索人类服饰的演化历程，尤其是苗族服饰发展

的历史，具有弥足珍贵的研究价值。根据近期我对三大方言苗族地

区十余个亚文化聚落的调查，并结合 年《贵州苗族服饰展

年《中国苗族览 服饰展览》 年《贵州苗族刺绣博物馆》

和《贵州民族节日风情博物馆 分设在台江县文昌宫和黄平县飞

云岩）展示的实物标本，这里就各方言苗族亚文化聚落中的服饰异

同试作全面比较；同时又不放弃对与该亚文化聚落相关联的其他

苗族服饰形态纷呈异彩的展示性描述。

我着重调查的苗族亚文化聚落服饰个案点，有东部方言松桃

苗族自治县蓼皋镇麻旦村；中部方言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县

施洞村和反排村、施秉县白洗乡屯上寨、黄平县谷陇镇谷陇大寨、

凯里市舟溪镇青曼村、三穗县台烈镇寨头村、雷山县西江寨；西部

方言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北街寨及西街寨和南街寨、高坡苗族乡，

六枝特区陇嘎村，与威宁县交界的云南彝良县龙街乡等。这些亚文

化聚落服饰分属于汉文献资料所称的“红苗”“、黑苗”“、白苗”“、花

苗”“、青苗”以及“歪梳苗”。然而上述称谓并不完全反映实际情况，

例如同是“花苗”，贵阳市花溪一带与威宁、大方地区就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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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还带有贬义。在目前没有公认的称谓的情况下，为叙述方便，

我姑且借用这些名称，并一律加上引号；同时在必要的地方冠以地

名进行限制，避免指代不清。

第一节　　　　主要个案点自然环境概况

［提要］松桃县麻旦村 台江县施洞村

和反排寨 黄平县谷陇施秉县屯上寨 寨

雷山县西江凯里市青曼村 村 贵阳

市青 贵阳市高坡乡岩镇北街、南街和西街寨

六枝特区陇嘎村 彝良县龙街村

公麻旦村位于松桃苗族自治县城北隅 里处，穿城而过的松

江河蜿蜒经村东北角向北流去，一条简易公路从松桃至秀山（四川

属）公路直达寨脚河边，可通小型机动车 人；其辆。全村总人口

人，龙姓中田姓 人，贺姓 人，全系苗语。其自称“果熊”，

旧称“红苗”。

施洞，又叫施洞口，古称石洞口，位于台江县城北 公里的清

水江畔，为施洞镇人民政府驻地，面积约 平方公里。施洞由坝

场、塘龙、街上、芳寨、百子 户，坪、天堂 个自然村寨组成，

人 公里。施；其中， 为苗族。密集的房屋沿江排列，长达

洞背依喊天坡，南临清水江，对岸为施秉县马号乡人民政府所在

地，分布着沙湾、江西街两个寨子。当地苗族称施洞为“展响”，意为

贸易集市。明末清初开辟市场。因地处清水江中游，为湘黔水运交

通要道，伴随着苗木的贩运，东来西往的商贾络绎不绝。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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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沿海商贾内迁，清水江航运空前繁荣。施洞当时为水上物资

的集散地，停泊商船最多时达 余 公里。建只，沿江停靠长达

于清初的施洞大码头，占地面积近 平方米，用青石条镶砌的

台阶和用鹅卵石铺墁的平台至今完整无损，历来为集市贸易中心。

建于同治末年的“苏公馆”，系湘军总兵苏元春镇压张秀眉领导的

栋 间（用作“苗族农民起义后留守施洞所建，现存房舍 龙舟文

化博物馆），占地面积 平方米，始建于光绪三年（ 年）的

两湖会馆，座落在于施洞街尾，背西向南，主体建筑有戏楼、正殿、

祠堂、厢房等，四周围以高大封火墙，墙上绘有人物、花卉彩画，至

今保存完好。施洞是一个受汉文文影响渗透较大的苗族聚居地区，

又是苗文化体系特点保存得较完整的一个小型社会区。施洞苗族

大自称“嗄闹”，小自称“方浪”，属于旧称“黑苗”的一部分。

反排寨在台江县城东南 公里革东镇翁脚村“。反排”系苗族

音译，有的译为“方白”，意为住在高坡上的苗族方氏支系。全寨

户， 人，以农业为主，兼营林业。寨子座落在群山环抱，两

山夹峙的一山凹里，远山如黛，近峰青幽，碧树四合。有一清澈小溪

穿寨而过。农家房舍，错落在溪水两岸，掩映于翠竹绿树之中。反

排苗族属于旧称“黑苗”之一支。

屯上寨位于施秉县城南面 公里的白洗乡。它座落在一座大

山的半坡上，海拔 米。在远处看去，屯上整个寨子呈梯形状，深

灰色的房屋掩映在绿色的丛林中。寨子四周，散布着数人合抱的百

年参天古树 余棵，右边有一条小溪流绕寨脚而过，乡村公路直

通寨旁，风景优美。全寨有 余户，均系苗族， 姓吴。屯上苗

族亦属旧称“黑苗”的一部分，自称为“在孟”。

谷陇大寨在黄平县城东南约 公里的谷陇镇，距镇人民政府

驻地 公里，离湘黔铁路谷陇火车站 公里。县城有公路直达。寨

子四面青山环抱，房屋依山而建，寨中古树参天。寨的四旁是农田

沃土，一条清澈小溪从东向西穿田坝绕寨而过，注入满溪河。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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